
第 ２５ 卷　 第 ２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ＤＯＩ ∶ １０􀆰 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 ２０１７􀆰 ２􀆰 ００４

黄云卿、庞中英：“演进中的共生秩序与多重权力竞合──一种东亚地区治理框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３９－５１ 页。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ｎｑｉｎｇ， Ｐ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

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９－５１．

演进中的共生秩序与多重权力竞合

———一种东亚地区治理框架

黄云卿１　 庞中英１

（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东亚地区蕴含着复杂的竞合关系，由这一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复杂的现实权力结

构共同塑造出一种利于处理彼此关系、促进强弱互利共存的“共生秩序”。 在共生秩序下，不同

类型权力的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均能够发挥特定作用，从而共同推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朝着

互利合作的方向发展而非陷入紧张的对抗之中。
关键词：东亚秩序；竞合关系；共生秩序；权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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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东亚秩序具有特殊性，国际关系学关于秩

序的既有论述长期以来并未能对其做出精准界

定和充分的解释。 韩裔美籍学者康灿雄（Ｄａｖｉｄ
Ｃ． Ｋａｎｇ）曾指出，基于欧洲经验构建的传统理论

对亚洲地区的冲突与合作行为产生了一些错误

的结论和预判，因此需要提出一种可以弥合理

论与现实分歧的新分析框架，在丰富既有国际

关系理论范式的同时，能够加深人们对亚洲的

理解。①秦亚青亦曾撰文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承
认不同国际体系的存在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

为新的理论突破提供更为可靠的事实依据和更

加开阔的思维路径。②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东亚

地区国家竞争与合作的互动模式较之其他地区

的确呈现出独有特征。 林瑞谷（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从本体论层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以等级制为核心特征

的华夏体系（Ｓｉ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ｃ）以及兼具二者特性的

德川幕府体系（Ｔｏｋｕｇａｗａ）之间的差异。 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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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存的这两种东亚体系

在某些方面要比前者更能适应 ２１ 世纪的国际

政治现实。① 在对以欧洲经验统摄国际关系理

论与实践研究的“欧洲中心论”的疑虑和批判声

中，一些学者超越国际关系学对国际秩序类型

的固有划分，在结合东亚历史经验与当前特征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秩序形态———即

“共生秩序”。②

共生本是生物学概念，③用来描述自然界中

不同生物之间经过长期接触和互动而形成的紧

密互利关系。 胡守钧教授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共生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层面，提出了现代国家

间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复杂互动的国际共生论。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着手对共生型国

际体系 ／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 复杂性

与多样性是共生关系存在的前提，对多重权力

中心并存、互动形式复杂多样的东亚共生秩序

进行研究，对于准确把握东亚地区的竞合关系、
判断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尤为重要。

二、复杂的竞合关系与东亚共生秩序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学

界关于东亚秩序的争论愈益尖锐，学者们从不

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于各种要素如何塑造地

区安全动态、影响地区秩序演进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 悲观主义者往往从霸权稳定论和权力

转移理论出发，容易陷入实力－安全困境。 与

欧洲国家围绕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合议程来

塑造和平的地区体系相比，东亚更像是一个被

强权政治现实所支配的危险地区，⑤大国关系

被看作是亚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础，⑥中美两

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成为判断东亚将出现何种地

区秩序的决定性因素。 米尔斯海默（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
ｓｈｅｉｍｅｒ）甚至断言，有充足理由相信中国崛起后

会谋求地区霸权，这势必会遭到美国领导的制

衡联盟的遏制，东亚地区将难以跳出大国政治

的悲剧。⑦ 依此逻辑，要想维护地区的总体稳

定，除了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确立取而代

之的中国中心秩序或形成基于两极均势的中美

对峙格局外，并不存在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乐观的学者和政

治家们通过相互依赖、功能性合作的制度主义

视角对东亚秩序进行评估，他们更强调地区秩

序构建中经济互利因素的作用。 冷战结束以

来，东亚各国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

高。 以东盟、日本、韩国同中国的贸易为例，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它们与中国之

间的双边贸易额占各自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

呈上升趋势（见图 １），东盟与中国的贸易结合

度除了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这段时期有所下降外，也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

（见图 ２）。
市场导向的贸易和投资进程提升了东亚

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全球经济的转型尤其

是全球化的生产链对于亚洲国家的重要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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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守钧、金应忠、任晓、苏长和等国内学者就国际关系中

的共生论、共生型国际关系做出了颇有深度的论述，其中任晓针对

东亚的地区特征率先提出了“东亚共生体系”的概念。 相关探讨

可参见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金应

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观察》，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金应忠：“为何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

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展望》，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任晓：“论东亚

‘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

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苏长和： “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

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
按照《辞海》的解释，共生作为生物学概念泛指两种或两

种以上生物生活在一起的相互关系。 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

（Ｌｙｎｎ Ｍａｒｇｕｌｉｓ）在盖娅假说（Ｇａｉ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的基础上提出了共

生理论，认为生命不是消极被动地去“适应”物理化学环境，而是

主动地形成和改造它们的环境；生命有机体与新的生物群体融合

的共生，是地球上所有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创新来源。 在当代，
透过生物共生现象，人们认识到共生是人类之间、自然之间以及人

与自然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 参见辞

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６０５ 页。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５－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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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２ 页。
参见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

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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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东盟、日本、韩国与中国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比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数据来源：ＩＭ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ｉｃ．

ａｄｂ．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图为笔者自制）］

图 ２　 东盟 ／中国贸易结合度指数（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数据来源：ＩＭ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ｉｃ．

ａｄｂ．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贸易结合度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

指标，用来衡量贸易双方的相互依存度。 当数值小于 １ 时，贸

易双方的贸易关系较为疏远；当数值大于等于 １ 时，贸易双方

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其数值越大，表明双方在贸易方面的

联系越紧密。 （图为笔者自制）］

继续强化这种趋势，国家之间的彼此预期也会

随之发生改变，以至于它们采取激进措施的动

机变得越来越弱。① 对此，沈大伟（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
ｂａｕｇｈ）指出，演进中的亚洲地区体系并非以安

全事务或大国关系为导向，它是围绕全球化时

代亚洲国家间日益密集的经济、技术以及其他

方面的联系而构建的。②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促使东亚国家为寻求超越贸易的功能性合作展

开积极的探索，横跨金融合作、灾害管控、跨国

犯罪以及应对能源与环境挑战等诸多领域。③

基于此，学术界与政策界提出了构建以共有利

益和规范为基础、以正式和非正式多边机制为

主要架构的地区共同体设想。
事实上，东亚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现实决

定着无论从单一的权力逻辑还是从相互依赖与

制度逻辑出发，都无法准确地为当前和未来的

东亚秩序定性。 有学者指出，这两种逻辑在相

互竞争的同时也在彼此影响、适应与改变，由此

衍生出的不同秩序类型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它
们在政治话语和实践中往往是共存或重叠的。④

争论中的理论阵营观察到的只是同一事实的不

同组成部分，它们都忽视了不同类型的秩序之

间能够相互转换的可能。 这种转换是非线性和

动态的，秩序的演进通常由过去的实践来推动，
被未来的实践所引领。⑤

２．１　 东亚共生秩序的提出及其评价

“东亚”本身是 １９ 世纪的欧洲人通过当时

盛行于西方的“东方学”或曰“东方主义” （Ｏｒｉ⁃
ｅｎｔａｌｉｓｍ）视野创造出的一个地理文化名词。 有

学者指出，三个重要的概念塑造和强化了“东
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呈现，它们分别为“华夏中

心主义”（以中国为中心）、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到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帝

国主义日本为中心）以及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

体系（以美国为中心）。⑥ 在这当中，以中国为中

心的华夏中心主义秩序通常被视为东亚地区的

传统秩序。 然而，中国学者任晓通过梳理相关

历史文献，对可能导致认知误区的“朝贡体系”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华夏中心主义”等中国单一

中心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东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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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９７．

Ｊｏｈｎ Ｒａｖｅｎｈｉｌｌ，“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Ｍｕｃｈ Ａ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Ｎｏｔｈ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２００９， ｐｐ．
２１５－２３５．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Ｇｒｅｖｅ，“Ｗｈｅ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Ｍｅｅｔ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１，
２００９，ｐｐ．５９－８４．

同④，ｐ．８３．
Ｇｗｉ－Ｏｋ Ｋｉ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ｅ”，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ｐ．２３５－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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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是单一中心等级制的，实质上却是

一种强弱各安其位、强强包容共存的多中心共

生体系（如越南、日本自成中心）。 在该体系下，
地区内各国无论实力强弱、规模大小均能找到

自己适当的位置，能够在相互之间形成处理彼

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行为准则，①这也

是东亚传统秩序的一些重要特征得以绵延至今

的基础。 任晓在其论述中提及的“多中心论”有
助于加深对东亚秩序下多重权力竞合的理解。

阿米塔夫·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则从

中国崛起这一现实背景入手，认为在中国崛起

重塑亚洲权力分配格局的同时，这一地区也出

现了诸如市场自由主义、经济相互依赖、安全多

边主义（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共存）
以及日益扩展的国内政治多元化等其他变化，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亚洲的安全与稳定。 但

是，阿查亚并不认为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这些变

化能够推动亚洲走向多元化的安全共同体，而
是生成一种“协和安全秩序”（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② 协和秩序是在实力不等与文化

多元的不同群体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妥协和彼

此适应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维护每个群体的

相对自主性，并能够防止当中的某个群体获得

霸权。③ 协和秩序有别于国际关系学者们更为

熟知的其他几种类型的安全秩序：霸权秩序、大
国协调 ／共治、共同体（见表 １）。④ 阿查亚指出，
这种协和秩序的性质介于大国协调与共同体之

间。 在协和秩序下，相互依赖的强国和弱国共

享领导权，这不同于强国主导而弱国被边缘化

的大国协调；强国与弱国权力分配上的不对称

及它们之间的等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强国自

我克制和约束的基础上，由分享性的领导体系

创设出的协和型制度能够确保弱国的权益，并
赋予弱国在共同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⑤

实质上，任晓提出的“东亚共生秩序”与阿

查亚的“协和秩序”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述。⑥

它们既考虑到了大国的影响力，也意识到了实

力相对弱小的国家的重要性，突出了东亚国家

间互动的共生特点。 以共生秩序下的多重权力

竞合为视角，既能够弥补单一理论逻辑在对东

亚地区复杂竞合关系的解释力的匮乏，也能比

较深刻地揭示东亚秩序构建与变迁的内在

规律。

表 １　 安全秩序⑦

大国管理 共享管理∗

高度一体化 霸权 共同体∗∗

低度一体化 大国协调 ／ 共治∗∗∗ 协和共生

　 　 （高度一体化意味着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联系，可能导致较

弱行为体的自主性与主权被侵蚀（自愿或强制，如宗主国体系）。

低度一体化同样意味着经济、安全联系，但是没有或者仅失去很少

的自主性与主权。 ∗强国与弱国之间共同享有管理权。 ∗∗这里

指的是“安全共同体”。 ∗∗∗共治是指两个大国共同领导。）

２．２　 与多极秩序和碎片秩序的区别

共生秩序在权力结构上虽然呈现分散化、
多元化的特点，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兼具竞争

与合作的特征，但它与多极秩序和碎片化秩序

却存在本质区别，因而有必要厘清它们之间的

差异。 “极”指的是行为体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

力分配状况，因此体现着国际体系的结构。⑧ 多

极秩序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均势秩序，其关键所

在是体系内的力量均衡。 这凸显了体系的物质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糸’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

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第 ２２ 页。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ｏｒ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８，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１５８． 阿查亚在其论文中通过对比较政治

学的借鉴提出了“协和安全秩序”（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的
概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第九次

大会午餐会”上发表主题为“亚洲的安全与中国的责任”的演讲中

将其译为“共生安全秩序”。 共生理论强调政治和安全上的相互

依赖，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是共生秩序下形成稳定和安全所需满

足的条件之一。 换言之，阿查亚所称的“协和安全秩序”本身包含

了经济与制度因素，因此本文将其简称为“协和秩序”。
同②，ｐ．１５９．
同②，ｐ．１６０．
同②，ｐ．１６１．
苏长和也曾指出可能存在对“共生”现象同义异名的表

述。 参见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

度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资料来源：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ｏｒ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８，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１６０．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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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特征，而没有将影响秩序塑造的制度性和

观念性力量纳入考量。 结构主义者认为多极秩

序是不稳定的，至少不如以冷战时期两极对峙

为原型的两极秩序下超级大国互动时那样审

慎、克制与灵活。 近年来，有学者将大国间相互

依赖的因素融入到对国际体系极化的分析，提
出了“相互依赖的多极”（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ｒ）概念，①然而

这种表述仍忽视了理念因素对于秩序塑造的作

用，并未跳脱出权力政治追求物质利益的窠臼。
碎片秩序指的是国际政治的平坦化、权力

的分散化和行为体的多元化。 阮宗泽认为，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东亚各力量的大

国雄心促使该地区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现实格

局的形成，东亚的秩序模式愈发显示出一种分

散化与平坦化趋向，呈现脆裂特点。② 与其说这

种碎片化是一种秩序，毋宁说，这是国际体系无

政府状态的一个变种。 权力结构的碎片化导致

行为体通过采取自助行为来寻求安全，针对临

时性议题的有限合作仅存在于双边层次，缺乏

地区层面的整体合作与地区治理，碎片化实际

上体现的是地区的无序而非秩序。③

三、共生秩序下的多重权力竞合：
以美国和东盟为例

在共生秩序下，东亚国家之间（包括在这一

地区具有影响力和利益的美国）将长期维持斗

而不破、合而不融的状态。 国际共生关系的多

样性、复杂性，决定了其约束条件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④ 东亚的共生秩序将会如何演进，取决于

共处于这一秩序下的美国、中国、东盟、日本等

不同权力中心各自的发展取向以及它们之间的

互动结果。 这里所称的权力中心不同于现实主

义理论视角下“极”的概念，它是指行为体具备

解决某类具体问题的能力或在地区秩序构建中

发挥着某种特定作用，因而在该领域获得了领

导力上的优势。
现实主义者之所以遭到批评，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们过于注重对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数量

进行区分，却并未对权力结构中的权力类型做

出细分。 详细划分的权力结构是良性的。 实际

上，国际权力结构更多的是为侵略带来阻碍性

因素，而不是促进性因素。⑤ 在地区安全体系

中，判断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秩序所依据的

标准分别为：相对清晰的权力结构、明确的行为

规范以及行为体之间可预见的行为。⑥ 本文就

以一般认知下象征物质权力的美国和代表制度

规范力量的东盟为例，对东亚共生秩序下的各

种类型的力量中心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做进一步

论述。

３．１　 共生秩序下的美国：权力结构的调适力量

美国在东亚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这是历

史形成的，也是客观现实。⑦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时间里，美国依凭其盟友打造出以美国为领

导中心、以双边安全合作为主要形式的“轮轴—
辐条”安全体系，并由此强化了地区国家间在政

治经济上的联系。 约翰·伊肯伯里（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称之为“东亚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
美国向东亚地区出口安全”的自由霸权秩序。⑧

冷战结束后，中国实力的日益提升所引发的地区

权力结构变动以及伴随全球化的迅速扩展而频

发的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使得美国主导的这一

体系有所松动。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无论是美国

单方面，还是以其为领导核心的相关国际组织在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Ｇｒｅｖｉ，“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Ａ Ｎｅｗ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７９，Ｐａｒｉｓ：Ｅ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ｐ．５． 转引自陈志敏：“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２ 页。
阮宗泽著：《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

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４５－１４８ 页。
关于“碎片化”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李开盛：“东亚地

区碎片化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２１－３８ 页；李开盛：“论碎片化

状态下的东北亚竞合困境”，《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第
５８－６５ 页。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７ 页。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
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６－７ 页。

Ｌｉｕ Ｆｅ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Ｉｓｓｕｅｓ ＆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９，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１０２．

同②，第 ３１７ 页。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Ｏｒ⁃

ｄｅｒ”，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５８，Ｎｏ．３，２００４，
ｐ．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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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低效和无力，促使东亚国

家开始谋求以货币金融为主要内容的地区合作，
并积极推进贸易合作领域的制度建设。 与此同

时，东盟地区论坛（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简称 ＡＲＦ）等多边政治

与安全机制愈益受到重视，还出现了东亚峰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ｕｍｍｉｔ，简称 ＥＡＳ）这种以推动东亚

一体化为核心目标的新机制。
然而，东亚多边合作并不必然排斥美国或

损害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的利益，或者说，东亚

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并不

必然会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从而导致后者的

削弱或瓦解。① 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

稳定究竟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关键在于

美国能否公允地处理好支撑其维持东亚力量存

在的各种动机之间的关系。 美国前国务卿詹姆

斯·贝克（ Ｊａｍｅｓ Ｂａｋｅｒ）曾指出，后冷战时代美

国在亚洲继续维持军事存在和承担防卫义务的

理由是：为这一地区提供地缘政治平衡、充当可

靠的中间人以及消除不确定性。② 沈大伟认为，
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是促进美国在这一地区整

体利益提升的基础，而提供安全和稳定至少要

做到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防止不利于美国利益

的地区霸权的崛起；二是防止地区内出现大国

对抗和极化；三是防止某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社
会和经济危机外溢和蔓延，在该地区造成不稳

定的影响；四是与其他国家共同管控日益增多

的跨国非传统安全挑战。③ 由此可见，冷战后美

国继续维持其东亚力量的存在固然有遏制潜在

竞争对手的考量，但应当注意的是，东亚地区出

现剧烈的对抗（比如中日冲突）或非传统安全挑

战也是与美国自身利益相悖的。 美国对东亚地

区权力结构的调适作用应得到全面和客观的认

识，从地区整体层面来看，美国合理适当的力量

投入有利于东亚共生秩序的形成与存续。
以引发最多争议的“再平衡”战略为例，奥

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就曾明确地表示要提升亚洲

在其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优先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在
《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了美国

战略转向亚洲的整体思路。④ 出于对美国在东

亚地区实施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以及在经

济领域力推 ＴＰＰ 的疑虑，国内学术界曾出现这

样一种观点，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
战略无非是应对中国崛起的举措，⑤实质上是对

华遏制战略，是新的冷战。⑥ 诚然，“再平衡”作
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与中国崛起有着密

切关系，在其实施过程中也的确成为东亚国家

对外政策制定和调整的依据或是可资利用的机

遇，⑦当中也难免出现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

家对美国进行投机性下注的情况，但这些负面

效应并不能诠释这一战略的全部涵义。 查尔

斯·格雷瑟（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Ｇｌａｓｅｒ）认为，当前中美关

系事实上要远远好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
美之间也不存在强烈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竞

争，而这在美苏冷战期间曾扮演关键角色。⑧ 肖

恩·布里姆利（Ｓｈａｗｎ Ｂｒｉｍｌｅｙ）和伊利·埃特纳

（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也指出，美国的战略转向更多体现

的是对 ２１ 世纪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承

认，而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⑨ 事实上，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其地区战略进行过至少三

次能够识别的再平衡调整。
第一次是由冷战时期为制约苏联扩张在地

区安全领域的过度投入调整至以追求经济利益

和促进民主转型为政策方面的优先考量，美国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祁怀高：“中国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在东亚

的矛盾与兼容”，《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 页。
Ｊａｍｅｓ Ａ． Ｂａｋ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Ａｓｉａ：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７０，Ｎｏ．５，１９９１，ｐ．５．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Ａｓｉａ”，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７，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１６．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１．
李庆四：“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下的东亚地区格局”，《美

国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５ 页。
崔立如：“美国‘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美

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 页。
同⑤。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Ｇｌａｓｅｒ，“Ａ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ｎｄ Ｂａｒｇ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３９，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ｐ．４９－９０．

Ｓｈａｗｎ Ｂｒｉｍｌｅｙ ａｎｄ 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Ｓｍａｒｔ Ｓｈｉｆｔ：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２，Ｎｏ．１，２０１３，
ｐｐ．１７７－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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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 在冷战大背景

下，进行这种调整主要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其
一，美日两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竞争愈益激

烈；其二，苏联视日本实力的提升为其东亚地区

的潜在挑战，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美
国决定将力量向东亚倾斜与此有直接关系；其
三，美国的战略重心调整还存在经济方面的重

要诱因，里根政府为解决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

问题推行了经济复兴计划，选择在这个关键时

点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亚洲，也是为了应对来

自几个东亚新兴经济体（韩国、台湾、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等）的经贸竞争压力。① 因此，里根时

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提振美国自身实力与

重塑其国际影响力，这一时期的战略转向从安

全与经济两方面来看与中国都没有直接关系，
其战略焦点主要集中在日本和苏联身上。

第二次是在“９·１１”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

美国的战略重心调整至中东地区，由于华盛顿与

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导致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２００３ 年底，负责监督和调

查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美中经

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 ＵＳＣＣ）就曾指

出，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正在填补美国因专

注于伊拉克和全球反恐战争而在这一地区留下

的空间。② 应当说，当时美国政策界已经意识到

中国崛起可能会给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带来改

变，然而小布什政府并没有对此做出过多反应。
第三次即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再平衡”战

略。 美国结束了在中东地区的战争，将战略重

心转向亚太，亚太地区既是新兴的全球经济增

长中心，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至关

重要的地缘战略中心。③ 从美国的整体战略规

划来看，“再平衡”的根本目的并非是在东亚地

区与中国进行直接对抗，它是美国界定其亚太

地区利益和优先事项的长期努力的一种延续。④

从背后动因来分析，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

衡”战略与里根政府时期的政策重心转向存在

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都是在国内经济走弱的

背景下为提振美国经济、促进出口贸易所做出

的对外战略调整；其次，都有应对东亚崛起大国

和与其竞争主导权方面的考虑；最后，实施手段

上都是经济与安全并重，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向

经济手段倾斜。 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 ＮＩＣ）东亚和

太平洋事务情报官的罗伯特·萨特（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
ｔｅｒ）就此指出，美国此次的战略转向经重新定义

后已弱化了早期对安全措施的强调，继而侧重

相对不那么敏感的经济和外交行动，奥巴马政

府在与中国竞争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同时为推动

双方建立共识、避免对抗付出了诸多努力。⑤ 北

京和华盛顿已经围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

高层级的双边磋商机制编织起官方交往的密集

网络，⑥无论双方处于何种竞争水平，中美之间

在贸易与金融稳定、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

领域的合作对两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而言都是

有益的。 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标志着美国对这

一地区巨大潜力的认识，而非吹响遏制的号

角。⑦ 这让人联想到罗伯特 · 卡根 （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ｇａｎ）在分析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美国对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抱负如何产生时所做出的精

辟总结：这是一个由实力到野心、由野心到权利

的变化过程。⑧ 如果说里根与奥巴马政府这两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Ｙｅａｒ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ａｎ⁃
ｇｅｒｏｕｓｌ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６２，Ｎｏ．３，１９８３，ｐ．７２１．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ｓ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
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Ｆｉｒ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４，２００３，ｐ．３．

Ｚｈａｏ Ｓｕｉｓｈｅｎｇ， “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ｉｇ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４，Ｎｏ．９３，２０１５，ｐｐ．３８３－３８４．

赵穗生、卜永光译：“中美应共同谋求世界权力天平‘新
的均衡’”，《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８ 期，第 １６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ｒ， “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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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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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ｒａｉｒｓ，Ｍａｒｃｈ ３，２０１６．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Ｏｂａｍａ􀆳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ｉｖｏ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ｒｏ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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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罗伯特·卡根著，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
《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 ２０ 世纪初的世界地位》，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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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针对亚洲的战略转向有何区别，其最大不同

之处就在于，前者仍有着强烈的霸权抱负和野

心，而后者在认识到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已发生

重大改变的基础上，更加务实地关注美国在这

一地区的相关权益。
东亚国家的历史纠葛、领土纠纷与差异化

的利益诉求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将美国排除在

外的东亚共同体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难以形

成。 容根·哈克（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从经贸、安全

与地缘政治等方面列举了东盟国家将美国视为

善意大国的原因。 在经济方面，美国为东盟国

家提供了庞大的出口市场，极大地帮助了东盟

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而美国海军确保了本

地区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这对东盟经济体的生

存而言十分关键；在安全与地缘政治方面，美国

在东南亚不存在领土主张，为包括其盟友在内

的东盟成员国提供了外部安全保障，其力量存

在对维持东北亚的权力结构来说也具有重要的

作用。① 蓝普顿（Ｄａｖｉｄ Ｍ． Ｌａｍｐｔｏｎ）也认为，美
国在东亚地区的力量存在对本地区的国家来说

既是防范中国以及地区内其他国家误入歧途危

险的有用工具，也是一种约束日本日益增长的

军事力量的方式。② 阿伦·弗里德伯格（Ａａｒｏｎ
Ｌ．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亦曾指出，美国部署于东亚的力量

是有效地管控日本的关键所在。 如果美国的力

量部署从亚洲急剧收缩，当日本面临不利的外

部环境而不能或不愿继续将自身安全寄托于美

国时，它便会寻求军事上的自立，最终使得日本

和美国彼此疏远并进一步引发日本周边邻国的

忧虑。③ 或如康灿雄所言，过去 ３０ 多年在东北

亚及东南亚地区经济政治的迅速变化并没有导

致不稳定性急剧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

于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的

存在。④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

访问期间，曾与美方达成共识，“美方欢迎一个

强大、繁荣、稳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的中国，支持中国的稳定和改革。 中方

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
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

作用。”⑤应当认识到，一个更积极融入东亚合

作、努力塑造稳定地区秩序的中国，将成为确保

东亚地区长期安全稳定的重要支柱，这对美国

维护其亚太整体利益来说也是有利的；与此同

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力量存在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为地

区的安全与稳定注入权力结构所需的均衡性。
当然，这种良性均衡的实现要求美国的政策界

必须理性管控其战略焦虑，在政策制定和实施

中秉持审慎的原则，军事力量的过度伸展与不

当的对外政策宣传会误导东亚地区与中国存在

领土争端的国家加速“选边站”，最终致使各方

放弃已有的合作基础而走向对抗。
中美之间在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可能会是

一个长期的、不稳定的进程，其过程和结果都难

以预测。⑥ 因此，中美两国在共生秩序下相互照

顾彼此关切，在自我约束的基础上构建良性互

动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而

言，会是一个明智的现实选择。 这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能否排除来自内外

部的干扰以及能否抑制自身采取独断和激进措

施的冲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化发展，不
仅有利于缓解彼此的战略疑虑，促进东亚地区

敏感问题的妥善解决，更有助于双方对这一地

区的权力结构安排达成某种共识，而这是有效

应对地区权力结构变动的根本所在。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 ＡＳＥＡＮ􀆳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Ｒｏｕｔｅ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３，ｐｐ．１３９－
１４０．

［美］戴维·蓝普顿著，姚芸竹译：《中国力量的三面：军
力、财力和智力》，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２７ 页。

Ａａｒｏｎ Ｌ．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Ｒｉｐｅ ｆｏｒ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１８，Ｎｏ． ３，１９９３，ｐｐ．
３１－３２．

Ｄａｖｉｄ Ｃ． Ｋａｎｇ，“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Ｗ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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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０９ ／ ２６ ／ ｃ＿１１１６６８５０３５＿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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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ｌｉ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ｓ－Ｐａｕｌ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ｕｔｔｅｎ， ｅｄ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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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共生秩序下的东盟：制度与规范的创生力量

权力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中的

一个核心概念，其涵义本身会依时代的发展而变

化。 国际关系学科对它定义的重心也会根据学

科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做出调整。 在早期的

国际关系学中，权力通常被看作是实体性的，它
是国家领土、财富、自然资源与军事力量的集中

体现。 随着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成熟，国家在国

际合作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在国际制度安排中所能

够发挥的作用也被视为权力的一个侧面。 建构主

义的兴起则推动权力的边界从器物层面延伸至理

念层面，观念力量的重要性逐渐受到认可。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将政治经

济活动中所能运用的权力划分为两种：即结构性

权力和联系性权力。 联系性权力是指甲靠权力

迫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结构性权力是

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结构

性权力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议事日程或设计包含

了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惯例和规则的国际体制，
体系内的任何国家都要在这些结构中活动，因而

结构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重要。① 由此可见，
这种结构性权力相当于一种在国际制度创设方

面的领导力。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

以来，在东亚地区拥有这种结构性权力的并非

综合实力占据明显优势的中美两国，由东南亚

国家联合而成的东盟（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简称 ＡＳＥＡＮ）长期享有着对地区政

治安全、经贸和社会文化领域制度规范的创设

权力，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特殊格局。 在东

亚乃至亚太地区以东盟为中轴塑造出密集的多

边合作机制网络，赋予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

“中心性”地位。 正因如此，希拉里将东盟描述

为演进中的地区架构的支点，②而中国则通过积

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各项地区合作机制来支持东

盟的这种“中心性”（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地位。③ 可以说，
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不从属于某个同盟体系或是

某种霸权秩序，而是地区多中心秩序中的一股

强大力量。④ 有学者甚至声称，最终决定东亚地

区制度结构的既不会是华盛顿也不会是北京，

而是该地区实力较弱的那些国家。⑤

２００７ 年，东盟领导人签署的《东盟宪章》明确

将维护东盟在公开、透明和包容的地区架构中的

“中心性”列为东盟的主要目标之一。⑥ ２０１１ 年，
时任东盟秘书长素林·比素万（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
指出，东盟形成实质上的“中心性”地位的时机

已到。⑦ 卡瓦列罗·安东尼（Ｍｅｌｙ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Ａｎ⁃
ｔｈｏｎｙ）认为这种“中心性”应当被理解成影响和

塑造地区环境和地区秩序的能力，主要体现为

东盟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网络中其他行为体之

间的紧密联系，东盟处于能将这些不同的机制

连接起来的结点位置（见图 ３）。⑧ 作为地区合

作机制网络中心的东盟，自然取得了在倡导区

域合作规范和议程设定方面的优势地位。

图 ３　 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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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际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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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领导地位的形成，
既是东亚国际力量博弈与东盟积极追求的结

果，同时东盟自身条件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

要因素。① 换言之，东盟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

“中心性”地位，是由其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
从内部来看，一方面东亚地区在地理上集聚着

多个大国，通常被视为大国博弈的试验场，东南

亚各国面临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难题的同时，对
自身利益可能被大国牺牲一直怀有疑虑，李光

耀（Ｌｅｅ Ｋｕａｎ Ｙｅｗ）曾借“大象打架，草坪遭殃”
对此做出生动比喻。② 东盟对原则、规范及综合

安全理念的强调正缘于东南亚国家在权力禀赋

方面的薄弱，③它们在抱团取暖的同时对用制度

规范将大国约束起来有着强烈的意愿。 另一方

面，东盟在做出政策制定和战略选择时，相对大

国而言较低的成本也更易于地区秩序的形成。④

从外部来看，各大国相互间缺乏信任感为东盟

在冷战后迅速填补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领导真

空创造了条件，由东盟主导地区合作机制创设、
确立原则规范及确定议事日程成为各方均能接

受的结果。
理查德·斯塔布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ｕｂｂｓ）曾指

出，东盟在东亚的地区制度构建方面居于领导

地位，但并不代表它在管理和解决安全与经济

问题等各个方面都能担当领导角色。⑤ 日本学

者山影进（Ｓｕｓｕｍｕ Ｙａｍａｋａｇｅ）甚至认为，只要以

东盟为核心来塑造东亚秩序，作为一个整体的

东亚地区将必然受制于东盟所主张的那些标准

和原则，⑥这类规范原则及实践中达成的不具有

约束力的共识阻碍了东盟内部和整个东亚地区

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使得东亚地区的秩序演进

空有进程（ｐｒｏｃｅｓｓ）而无实质进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⑦

由于东盟对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及非正式性

等原则规范的坚定承诺，导致东盟驱动的地区

制度构建进程的最终结果可能仅仅促成功能性

合作而不能实现合作基础上的地区整合。⑧

综上可知，未来东盟若要维持其在制度规

范创设方面的“中心性”地位，继续为地区的安

全稳定做出贡献，至少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实

现 突 破。 首 先， 优 化 自 身 作 为 中 间 人

（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协调大国关系的能力。 如前所述，
东盟取得“中心性”地位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

地区内大国之间的信任缺失，使东盟得以主导

地区议事日程并居间协调各大国的利益诉求。
然而，东盟作为中间人在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

潜力是受限的，因为它在改变大国关系的性质

方面能力有限，大国关系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

紧张气氛，会使东盟能否迅速有效地回应关键

问题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⑨ 已有学者

指出，如果说东盟过去主要的地缘政治贡献是

领导创建地区沟通交流的平台和渠道，在未来

它能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的重要贡献除了维

持东盟各国国内及次地区的稳定外，最重要的

就是在不鼓动其他地区大国与中国之间产生摩

擦的前提下找到合理应对中国崛起的办法，􀃊􀁉􀁒而

不是依赖于美国的主导地位及其提供的安全保

障。􀃊􀁉􀁓 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差异使得东

盟国家的对华政策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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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既存在阿基诺三

世（Ｂｅｎｉｇｎｏ Ａｑｕｉｎｏ Ⅲ）执政期间菲律宾拉拢美

国对华强硬的制衡政策，也有着马来西亚、泰国

这样以经济优先为原则寻求与中国建立良好关

系的接触政策，鉴于东盟国家在对待中国崛起

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种种复杂矛盾心理以及它们

与中国在实力上的非对称性，东盟国家以“抱团

取暖”的方式将中国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

层次纳入到地区多边合作进程中，并引导中国

在遵从自身倡导的规范基础上在地区多边机制

中发挥相应作用，将会是东盟国家应对中国崛

起的理想方案。①

其次，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将
其打造为确保地区制度创设优势和领导力的重

要抓手。 随着东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对地

区多边制度参与度的愈益提高，东亚地区合作

的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以下简称 ＲＣＥＰ）正是东盟在地区合

作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着力打造的一种多边合

作框架。 它的提出既有整合亚太经济合作机制

的现实需要，也有对冲美国企图掌控东亚经济

合作主导权的战略需要，②其根本目标是维护东

盟对地区多边制度创设的领导力。 作为东盟对

外经济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ＲＣＥＰ 有助于在所

有东盟成员国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和共

同立场，而不会像 ＴＰＰ 和 ＡＰＥＣ 等机制那样未

能涵盖东盟的所有成员国。③ ＲＣＥＰ 的参与各

方已经认可了东盟作为推动既有各项 ＦＴＡｓ 多

边化的轴心作用，这将巩固东盟在地区经济架

构中的中心性地位。④ ＲＣＥＰ 的诞生与迅速发

展也得益于各方对于各种区域合作倡议的权衡

与判断。⑤ 实际上，它可以被看作是介于中国支

持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ＥＡＦＴＡ）与日本支持的“东亚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简称 ＣＥＰＥＡ）之间的一种

折中方案。 唯有积极推动和完善 ＲＣＥＰ 的建

设，才能实现东盟对地区政治安全与经贸合作

中心性地位的全方位诉求。

再次，完善“东盟共同体”建设以支撑自身

在地区制度创设方面的“中心性”地位。 东盟处

于地区共同体建设的中心还是边缘？ 有学者给

出了一个颇具建构主义意蕴的答案，“东盟的中

心性是由东盟的成员国造就的”。⑥ 换言之，作
为由实力明显较弱的国家所组成的次地区联盟，
东盟之所以能够在地区多边制度创设中获得中

心性地位，本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大国之

间的战略竞争是使其地位获得认可的客观前提，
然而，不断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才是确保其地位

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⑦ 制度是一个实践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能否在观念、规范上继续发挥引

领作用，能否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去适应和驾驭体

量日益增长的制度体系，这对小行为体是一个重

大和关键的挑战。⑧ 一个更加团结紧密的东盟

有助于东南亚国家发出共同的声音，这些成员

国本身缺乏在新兴的亚洲秩序中成为重要参与

者的能力。 然而，作为汇集着六亿人口、以经

济、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

同体则具备在有效管理地区各项事务中发挥作

用的潜能。⑨ 东盟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能够确

保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多边合作领导者和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使其创设的地区制

度不会沦为大国之间进行制度制衡时可资利用

的工具，避免其内部成员被大国竞争所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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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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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正自身主张的不能够适应地区秩

序演进的规范原则。 随着东亚地区战略环境的

变迁和东盟内部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东盟规

范在地区和次地区层面上都面临着挑战。① 实

际上，东盟规范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伴随着对

外部规范的借鉴与内化，②能否依据新的地区战

略环境及其自身变化对既有规范适时做出调整

和变革，决定着东盟是否有能力继续作为制度

规范的创生力量参与地区秩序塑造。 事实上，
东盟已经意识到了适时做出改变的重要性。
２００８ 年《东盟宪章》的正式生效赋予了东盟国

际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能够提高作为一个政

治实体的东盟的决策效率，③它是在对以不干涉

内政为原则的弱机制化的“东盟方式”变革的张

力与延续的惯性下制订出来的，有助于推动东

盟从松散的地区组织向更加制度化的共同体

转变。④

四、结　 语

秩序的形成既可以是有意识地，也可以是

无意识地，不同类型的秩序在生成机制上存在

差别。 受规则支配的秩序通常被明确设计过并

且是高度制度化的，以此实现能够被普遍接受

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比如，欧盟就是这样经有

意识地构建而得的秩序。 与之相对的则是一种

无意识的、非制度化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服务于

任何行为体的既定目标，至少不会有意为之，⑤

而东亚共生秩序更接近于这样一种秩序形态。
换言之，体现地区物质和观念结构的共生秩序

本身并非某个或某些行为体的刻意追求。 然

而，其最终的形成却是由地区内各主要行为体

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它们的政策目标决定的。
共生秩序并非静态而是处于动态演进中

的，代表不同权力类型的力量中心对生成秩序

的各项条件施加影响，共生秩序的演进方向取

决于各权力中心自身的发展取向以及它们之间

的互动进程。 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和冲

突，它是一种既定的存在和一般原则，它不是事

物的并存，而是包含竞争和矛盾冲突，追求事物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事物的个性，是事物在

动态中相互作用、共同生成的。⑥ 唯有美国、中
国与东盟等权力中心共同认识到东亚地区“共
生”的文化特性、形成“共生”的知识基础，才能

推动东亚国际关系朝着互利合作的方向发展而

非陷入紧张的对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内在

构成的多元决定了共生秩序运作机制的复杂性

要远 胜 于 其 形 成 机 制。 兰 达 尔 · 施 韦 勒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提出了评价秩序的两大

标准：可预测性与稳定性。 秩序体系的可预测

性取决于体系自身的复杂程度，也取决于其基

本机制是无意识的还是依据行为体意志来运行

的；稳定性则指体系在面对动荡时的恢复能力，
例如权力转移、新兴大国崛起及国家政策目标

的改变等。⑦ 很显然，东亚共生秩序在应对结构

变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相对的稳定

性能否弥补其在可预测性方面的欠缺尚有待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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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视角的分析”，《当代亚太》，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８ 页。
Ｌｉｎ Ｃｈｕｎ Ｈｕｎｇ，“ＡＳＥ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Ｄｅｅｐ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１０，ｐｐ．８２１－８３７．

谢碧霞、张祖兴：“从《东盟宪章》看‘东盟方式’的变革与

延续”，《外交评论》，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３７－４４ 页。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ｓｓａ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１，
２００１，ｐ．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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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６４
页。

同⑤，ｐｐ．１７１－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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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洋小知识

大洋海水痕量元素将帮助预测未来海洋环境变化

２０１６ 年度，地球科学领域有 ２ 项研究入选全球新兴前沿，其中之一是“基于 ＧＥＯＴＲＡＣＥＳ 等

计划开展的北大西洋和南大洋痕量元素组成研究”。
大洋海水痕量元素是指海水中浓度低于 ０􀆰 ００１ 毫克 ／ 升的元素，在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和

碳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有钒（Ｖ）、锰（Ｍｎ）、铁（Ｆｅ）、铬（Ｃｒ）、铜（Ｃｕ）、锌（Ｚｎ）、钍（Ｔｈ）等

元素。 ＧＥＯＴＲＡＣＥ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是

一个新的国际科学研究计划，旨在研究特定痕量元素及其同位素在全球海洋的分布情况及其

源、汇和内部循环情况。
研究痕量元素及其同位素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有助于理解古海洋环境的演变过程、预测未

来海洋环境变化。

海洋微量元素及其同位素（图片来自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ｔｒａｃｅｓ．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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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晋：“回到朱利安·科贝特：存在舰队战略再阐释”，《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５２－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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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朱利安·科贝特：存在舰队
战略再阐释

刘　 晋１

（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存在舰队战略需要再阐释。 科洛姆对这一战略的最初讨论未能展示出它的积极内涵，马
汉将这一战略界定为进攻性作战，更增加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两者对存在舰队战略的偏颇

认识源于对其赖以实施的前提，即相对制海权的排斥，以及对海上积极防御价值的否认。 科贝

特为这一战略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他指出，由于海洋的特殊性，海军无法像陆军占领领土

那样占领海洋本身，海洋交通线的共同性使得海上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合而为一。 由此出发，
他阐明了存在舰队积极防御的战略内涵，消除了人们认识中的混乱。
关键词：存在舰队；制海权；积极防御；朱利安·科贝特；菲利普·科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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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开发银行项目“周边战略格局中的‘强根固本’（４３３３１６００１００９）”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刘晋（１９８８—），男，江苏扬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海洋战略、战略思想史与战略史。

存在舰队（Ｆｌｅｅｔ ｉｎ Ｂｅｉｎｇ）是一种积极防御

性的海军战略，指处于弱势，或者暂时处于弱势

的海军采取一切手段阻挠优势海军利用制海

权，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制海权进行利用并

随时准备反击的海上积极防御战略。 英国海军

史学家、海军战略家、海军中将菲利普·霍华

德·科洛姆（Ｐｈｉｌｉｐ Ｈ． Ｃｏｌｏｍｂ）首先从战略层面

对此进行了讨论。 然而，限于他对相对制海

权———存在舰队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存在认识

上的偏颇，存在舰队战略从一开始就给人留下

一种消极的印象。 美国海军史学家、海权学说

的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 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ａｈａｎ）在他的讨论中赋予了存在舰队积

极的内涵，但他对这一战略本质的错误界定更

增加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科洛姆和马汉对存在舰队的认识无法为朱

利安·科贝特（Ｊｕｌｉａｎ Ｓ． Ｃｏｒｂｅｔｔ）所接受。 这位

杰出的英国海洋战略理论家、海军史学家对存

在舰队实施的前提及本质进行了澄清，为其奠

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他向人们指明，制海权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在一种争夺中的状

态，己方失去制海权并不意味着对手已经获得

了制海权。 绝对制海权的观念实际上是对开展

海上积极防御的排斥。 这种排斥又是源于对防

御作战目的和本质的曲解。 存在舰队战略正是

海上积极防御的经典体现。 事实上，科贝特的


